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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
的历史反思
葛业静，徐飞*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开拓时期，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研究人

员的 SCI论文，可从实证视角揭示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的特征状况，获得有益的历

史反思。研究发现：科学家、经费和设施是科学活动的保障；科研机构和学科布局马太效应

显著；重技轻理的实用思维导致医学、生物与化学成为研究热点；动荡时局下科学中心由北

京移至云南，说明人才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其次才是其他资源和条件发挥作用；起步阶段

即保持较高的国际科研合作说明，科学研究面向世界不但必要而且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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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日本科学技术和学术政策研究所

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研究论文

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与此同时，中

国各学科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以及如何从跟跑并跑

突破到领跑的难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每个国家

的科学发展都有其独特的道路印记，回顾中国自然

科学研究起步阶段的国际化进程，有助于从今昔对

比中探寻科学发展的固有特点和内在规律，客观洞

察当下的问题和困难，以史为鉴，谋求未来发展的

创新之路。

20世纪初，在科学研究基础条件及整体水平

无法比肩发达国家的情形下，前辈科学家结合自身

条件开展工作，陆续在若干领域不断取得国际发表

的成果，其科研产出、学科布局、科技人才以及合作

模式等历史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下。尽管当时并无

SCI论文的概念，但如今的 SCI数据库已非常完备，

甚至可对入选的 SCI期刊进行历史回溯，最早可追

溯到 1900年，这就使得以量化数据、现代意识和国

际视野全面审视中国科技事业起步阶段国际化进

程状况成为可能。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进行高级检索，输入检索式“CU=China”，文献类

型选“Article”，时间跨度选 1900—1949年，更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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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中仅搜索 SCIE，可查得 SCI论文 966篇，检索日

期为 2021年 3月 10日。这些后来被编入 SCI数据

库的科学论文，成为分析中国自然科学研究起步阶

段国际发表状况的一个重要标本。对这一时期

SCI论文的一般概况已有初步分析[2]，本研究将重

点探寻西方近代科学本土化之后出现的共性状况

以及导致的某些特殊问题，并将其与今日中国科学

发展的现状加以比较分析，期望从历史深处找到问

题破解的线索和钥匙。

1 西方学者的示范与本土先贤的探索

近代中国科学成果的国际发表最早可追溯到

1881年，晚清学者徐寿的《考证律吕说》被傅兰雅

（John Fryer）以读者来信译介的方式在英国著名杂

志Nature上发表[3]，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与现代科学交流后实现突破式创新的范例。然而，

现代自然科学毕竟发端于西方，20世纪最初的 20
年，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大多由在华外籍科

学家完成，这一时期目前可考的首篇以中国署名的

国际论文，当为时任北洋大学矿冶工程教员的美籍

学者德雷克（N. F. Drake）关于煤炭资源分布的研

究。此后，在华工作的外籍学者在国际上发表新作

不断，其中又以医学领域为多，作者单位集中在北

洋大学、佘山天文台、广仁男女医院、长沙雅礼医

院、长沙罗斯福医院、北平协和医学院、广州惠爱医

癫院、福州马高爱医院、广州基督教学院和上海哈

佛医学院等，呈现出西人在华播种科学的特殊现

象。

在当时，“欲挽救国祚沦亡厄运，舍科学别无径

途”[4]。在西人的科研示范带动下，留学生中的有识

之士开始意识到“世界强国……必与其学术思想之

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5]。及至

20年代末，一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家终于实现

了国际发表的新突破：本溪湖煤铁公司总工程师王

正黼发表题为“本溪湖地区的煤炭和铁矿资源”；物

理学家颜任光发表了关于氢的黏度系数的研究。

王正黼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冶金科，公费留美获哥

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颜任光自岭南大学毕业后公

费留美获芝加哥大学博士。本土科学家的国际发

表进一步提升了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科学探索的

民族自信心。从图 1可见，1924年中国出现首个国

际发文高峰，此后的国际发表状况呈波浪式前进和

螺旋式上升的繁荣景象，全面抗战前夕的 1936年
达到最高值 74篇，此后因战乱影响，中国的国际发

表状况亦波折反复。截至检索日，20世纪上半叶

中国 SCI论文的篇均引用数为 10.73，这和过去 10
年中国 SCI论文的篇均引用数 11.94相比几乎微不

足道[6]。两者对比，说明早期尽管实现了国际发表

零的突破，但国际影响甚微；经百年积累，中国自然

科学研究才逐步进入质量与数量齐升的新阶段。

自然科学论文的国际发表状况也可作为考察

科学体制化进程的重要指标。20世纪初，中国学

者人数稀缺，遑论未曾接受科学熏染的传统士大

夫。西人及其创办机构率先垂范，本土学者随后跟

进，科学的体制化也随之萌芽发展。20世纪二三

十年代，第一代科学家群体初具规模，科学共同体

相继建立，科学组织的特殊属性聚集了当时主要的

图1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数量与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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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英才，在程序和形式上与国际科学界逐步接

轨，国际论文产出也与日俱增。日渐成熟的科学体

制，不仅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发展基础，也为后来抗

战时期科学事业的继续发展积蓄了最初的力量。

1945年后，本应继续增长的发文量出现急剧下降，

仅有2篇被SCI收录。

进一步考察科学家的个人贡献不难发现，杰出

科学家是引领科学发展的主导力量。表 1展示的

46位科学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表征 20世纪上半叶具

有国际水准的中国杰出科学家的一般状况。就文

献数量而论，这些科学家科研发表的平均活跃周期

为 7.3年，人均一作 7.5篇。由于科学家和研究机构

规模所限以及科学发展程度远远不够，加上战乱影

响等，20世纪早期的中国科学家发文周期和数量

均具有非连续性和易改变性的特征。进一步考察

学术周期较短的科学家，其中不少是在华工作时间

较短的国外学者，如 Clarence A. Mills、Chester M.
Van Allen和 Bacon Field Chow在北平协和医学院

任职时间分别为 1926—1928年、1930—1935年和

1934—1938年；还有一些单位并非主要科研机构，

如植物病理学博士凌立所在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和石油化工专家孙增爵所属的石油代用品工厂重

庆动力油料厂。同时也发现，20世纪早期中国科

学论文大约1/3是由外籍科学家所完成的。

表1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以一作发表5篇及以上SCI论文的情况概览

第一作者

萨本铁（Peter Pan Tieh Sah）
纪育沣（Yuoh Fong Chi）
班威廉（William Band）
郭任远（Zing Yang Kuo）

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
汤佩松（Pei Sung Tang）

骆勃生（Oswald H. Robertson）
陈克恢（Ko Kuei Chen）
刘士豪（Shih Hao Liu）
Bacon Field Chow

庄长恭（Chang Kong Chuang）
米尔特纳（Leo J. Miltner）
杨怀德（Charles W. Young）
窦维廉（William H. Adolph）

胡传揆（C. K. Hu）
华罗庚（ Loo Keng Hua）

林可胜（Robert Kho Seng Lim）
皮拉特（Arnold Pillat）

伊博恩（Bernard E. Read）
Sam C. Wong

吴大猷（Ta You Wu）
颜春辉（Ch'un Hui Yen）
钟开莱（Kai Lai Chung）

出版时间/年
1930—1942
1932—1942
1930—1942
1923—1942
1925—1943
1936—1941
1924—1934
1924—1937
1928—1943
1935—1938
1935—1941
1932—1937
1924—1926
1921—1942
1930—1941
1936—1944
1925—1933
1929—1933
1924—1930
1938—1941
1937—1944
1935—1941
1941—1943

数量/篇
37
14
12
12
10
10
10
9
9
9
8
8
8
7
7
7
7
7
7
7
7
7
6

第一作者

豪万思（A. A. Horvath）
凌立（Ling Lee）

孙增爵（Tzeng Jiueg Suen）
董承琅（Chen Lang Tung）

童村（T. T'ung）
Chester M. Van Allen
吴有训（Y. H. Woo）
James R. Cash

张孝骞（Hsiao Chien Chang）
Sheo Nan Cheer

陈省身（Shiing Shen Chern）
钟惠澜（Huei Lan Chung）
德特威勒（S. R. Detwiler）

Ernest C. Faust
胡正祥（Chen Hsiang Hu）
李瑞轩（Jui Shuan Lee）
Clarence A. Mills

缪尔（J. B. G. Muir）
潘铭紫（Ming Tzu P'an）
汤飞凡（Fei Fan Tang）
王季午（Chi Wu Wang）

吴宪（Hsien Wu）
吴学周（Sho Chow Woo）

出版时间/年
1926—1927
1940—1944
1941—1943
1927—1941
1936—1944
1931—1933
1930—1932
1926—1931
1930—1940
1930—1933
1938—1944
1930—1938
1920—1923
1920—1926
1929—1942
1942—1944
1927—1928
1930—1938
1935—1940
1932—1937
1936—1940
1924—1938
1935—1938

数量/篇
6
6
6
6
6
6
6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纯粹以论文数量进行科学评价太过粗略，为此

引入 h指数进一步分析[7]。表 2展现了 20世纪上半

叶中国科学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及其所属

机构，显示出发文质量和数量总体一致的良好科研

生态，而医学领域的一枝独秀也和今日中国医学论

文的海量国际发表遥相呼应。再仔细分析表 2，高
质量的国际发表除几所主要的国立大学以及中央

研究院外，几乎被北平协和医学院囊括，由此可见，

高水平科研机构更有可能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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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

进程的若干特征

2.1 从科研机构看科学本土化的资源配置

从表 3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教会背景的大

学和政府主导的机构处于科学研究链条的顶端。

凭借相对成熟的科研生态和独特资源的支撑，这些

机构成为中国科研成果国际发表的主力。科学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当时除国立大学外，中央

研究院“实行科学之研究”和“谋科学之进步”[8]，是

政府中科学的代表。其他政府研究机构则发挥了

协同作用：如隶属于教育部的北平研究院，李先闻

等农学家所在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为缓解抗战时

期石油资源匮乏组建的重庆动力油料厂，致力于检

疫科学的汉口商检局化验室，统筹经济工作的全国

经济委员会，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等地质学人

携手共建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管理工矿企业的政府

机关资源委员会等。毫无疑问，变革时代最能考验

政府科研机构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效用，它们既是承

担者也是组织者，通常是聚合大学和企业等研究机

构的股肱力量。从实践结果看，政府性质科研机构

和实业部门，在尤为迫切的人才供需矛盾之下一时

盛况如斯，却也受限于时代，无法摆脱某些固有积

弊未能实现最大效用。由此及彼，作为当代中国最

高国立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如何有效发挥科

学研究的战略引领作用，依然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

究。

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徐家汇观象台、开滦矿务

局、永利制碱公司和中国科学社等其他机构，因非

官方属性和规模化难题严重地制约了其发展，导致

他们的国际化水准无法与大学和政府机构相媲美，

但其科学、工业和技术圆融一色也值得称道。不可

表2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h指数大于5的作者

h指数

9
9
9
8
7
7
6
6
6
6
6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作者

郭任远（Zing Yang Kuo）
刘士豪（Shih Hao Liu）

萨本铁（Peter Pan Tieh Sah）
吴大猷（Ta You Wu）

米尔特纳（Leo J. Miltner）
骆勃生（Oswald H. Robertson）

胡传揆（C. K. Hu）
吴宪（Hsien Wu）

朱宪彝（Hsien I. Chu）
谢和平（Richard Ho P'ing Sia）
傅瑞思（Chester N. Frazier）

Clarence A. Mills
张鋆（Chun Chang）

吴学周（Sho Chow Woo）
吴世铎（S. T. Woo）

汤佩松（Pei SungTang）
胡正祥（Chen Hsiang Hu）

吴有训（Y. H. Woo）
董承琅（Chen Lang Tung）

Bacon Field Chow
陈克恢（Ko Kuei Chen）

窦维廉（William H. Adolph）
林可胜（Robert Kho Seng Lim）

林树模（S. M. Ling）
钟开莱（Kai Lai Chung）

署名机构

复旦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浙江大学；中国生理心理研究所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国立清华大学；辅仁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天文所

北平协和医学院外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皮肤科梅毒科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化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皮肤科梅毒科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

中央研究院化学所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清华大学

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

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化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化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

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学/生理学系

国立清华大学数学系

数量/篇
12
11
39
9
12
12
16
15
6
10
17
7
5
5
9
11
11
6
8
14
10
8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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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的是，上海市政委员会租界的特殊性质、日伪

殖民地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等，也显示出中国

自然科学研究起步阶段所遭遇的复杂影响。

不可否认，马太效应在科学共同体之间普遍存

在，科技资源密集型机构与其他机构始终存在难以

弥合的差距。科学研究需要资源，科学家、经费和

设施的配置不同，相应的科研产出也大不一样。北

平协和医学院在抗战前期享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

充分支持，科研经费与科学家队伍基本保持稳定，

即使时局动荡仍保持一定的科研效率。而 1942年
后，拨款中断、科学家相继被迫离开，科研活动便遭

到毁灭性的打击。这启示我们，只要人力和物力的

连续性不被破坏，并持续给予财政支持，社会环境

突然变化对科学产出的影响相对较小[9]。但不能否

认，社会环境的变动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科研

经费、科研设施以及科学家群体，因而稳定的社会

环境亦是科学进步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

2.2 从学科发展不平衡看早期科学的先天不足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学科发展就极不平衡，其中

医学较突出，基础学科成长缓慢，这方面在表 4的
学科分类上呈现的较为明晰。科研机构的分布也

进一步佐证了学科间的差异，即“应用性科研机构

压倒基础性理论研究机构”[10]。“应用科学以易收切

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

为人忽略；此在平时已然，在战时及战后为尤甚”
[11]。这一历史基因直至今日依然显出其强大的历

史影响。

表4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的学科分类

学科

医学研究和实验

化学多学科

内科合集

免疫学

外科

物理多学科

植物学

数学

动物学

生理学

生物化学

物理化学

解剖学、形态学

多学科科学

病理学

数量/篇
229
81
75
47
46
39
32
30
30
29
28
27
26
26
25

学科

心理学

神经科学

精神病学

物理、原子、分子、化学制品

公共、环境、职业健康

皮肤病学

微生物学

儿科学

眼科学

整形外科

心理学多学科

遗传学

放射学、核医学与医学影像学

进化生物学

统计与概率

数量/篇
24
21
21
20
20
19
19
15
14
14
14
13
13
12
11

学科

应用化学

医学检验技术

妇产科学

传染病学

心脏及心血管系统

人类学

行为科学

冶金与冶金工程

内分泌学及新陈代谢

护理学

药理学及药学

天文学、天体物理学

临床神经学

分析化学

其他

数量/篇
10
9
9
9
8
7
7
7
6
6
6
5
5
4
46

表3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主要科研机构SCI论文数量及其占比

大学及研究机构

名称

北平协和医学院

国立清华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

燕京大学

辅仁大学

国立浙江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

岭南大学

上海医学院

湘雅医学院

数量/篇
493
59
51
45
31
22
14
13
13
9

占比/％
51.04
6.11
5.28
4.66
3.21
2.28
1.45
1.35
1.35
0.93

政府性科研机构

名称

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

重庆动力油料厂

汉口商检局化验室

全国经济委员会

中央地质调查所

资源委员会

黄埔水利局

—

数量/篇
44
8
7
6
2
1
1
1
1
—

占比/％
4.55
0. 83
0.72
0.62
0.21
0.1
0.1
0.1
0.1
—

其他科研机构

名称

雷士德医学研究院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开滦矿务局

上海市政委员会

中国科学社

徐家汇观象台

中国医学传教士协会

本溪湖煤铁公司

永利制碱公司

民国麻风病救济会

数量/篇
15
8
6
5
4
2
2
1
1
1

占比/％
1.55
0.83
0.62
0.52
0.41
0.21
0.2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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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世纪上半叶中国SCI论文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情况

年份

1900—1921年
（46篇）

1922—1936年
（522篇）

1937—1942年
（305篇）

1943—1949年
（72篇）

不同区间占比的SCI论文分布地区

0~5%

辽宁（2）山东（2）海南（1）
福建（1）河北（1）黑龙江（1）

江苏（26）广东（10）山东（7）
湖北（6）辽宁（6）湖南（5）
浙江（5）福建（3）河北（3）

河南（3）黑龙江（3）天津（3）
四川（3）山西（1）云南（1）安徽（1）

四川（13）重庆（13）江苏（8）
广西（5）湖北（5）广东（3）
福建（2）湖南（2）海南（1）

山东（1）浙江（1）河北（1）辽宁（1）
广西（3）福建（2）

广东（1）江苏（1）上海（1）
山东（1）河南（1）

5%~10%

—

上海（41）

云南（30）

北京（6）
浙江（4）
重庆（4）

10%~15%
上海（8）
广东（7）
湖南（7）
天津（5）

—

上海（31）

—

15%~25%

北京（11）

—

—

贵州（13）
四川（13）

≥25%

—

北京（395）

北京（188）

云南（22）

注：以第一作者的通信地址（不含国外）进行统计，其中占比的计算方法为该时段某地区SCI论文数量与该时段SCI论文总数量的比值；括号

中的数字是该地区SCI论文的数量。

医学以其极强的应用导向和西化特征，始终主

导着中国早期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方向，基础学科则

以物理、化学和生物为研究重心，时至今日这些学

科发文数量仍远超其他学科，中国科学起步阶段的

学科发展不均衡，成为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无形之

手，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一直产生着无形的影响。今

昔比较，如果说当年国际发表的高产学科主要由当

时的资源和条件所决定；而演化到今日，国际发表

的高产学科则主要由易发表性以及国内评价的强

制性所决定。其中医学及相关领域自始至终的高

产发表已从当年的高质高产异化到今日的高产未

必高质，究其原因，除外在评价机制不尽合理外，医

学领域特殊的成果传播与评价机制值得进一步研

究，医学伦理治理的滞后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只

有洞悉科学运行的内外机制，才可能在未来的学科

布局优化和科学内涵发展中弥补欠缺抢占先机。

2.3 从时局动荡看科学中心变迁与人才的重要

关联

1962年，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提出世界科

学中心转移理论[12]。借鉴其思路，可用 SCI论文初

步标度 20世纪上半叶国内科学中心的迁移。由于

社会的剧烈动荡，这一时期科学家的人数变化和区

际流动堪称史上之最，阐明这一时期科学中心的变

动状况，有助于从科技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揭示科学

发展的外部影响[13]。为便于分析，特将 SCI论文占

比超过 25%的地区定义为科学中心；介于 15%~
25%的地区定义为科学亚中心。

科学的发展从来都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密

切相关，以抗战的全面爆发为分界点，可以较为清

晰地阐明中国科学发展早期的特征状况以及科技

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初创时期，

现代科学的先导城市是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和天

津等地，辽宁、山东、海南、福建、河北和黑龙江等地

陆续出现零星的高质量科研活动，科学中心还未出

现（表 5）。1922年，奠定现代教育基础的壬戌学制

出台，第 1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和黄海化学工业

研究社等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和科学团

体不断发展，现代科学迎来了成长期。北京当之无

愧成为这一时期的科学中心，拉大与其他地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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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科学发展的马太效应初步呈现。1937年，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多数高校和研

究院所被迫迁移或停顿，中国初见成效的科学发展

也转入内外环境动荡加剧的艰难时期。云南、四川

和重庆等地的科学家在简陋的科研环境下自力更

生，渐渐在后方扎根，但科学事业受到重创。尤其

在 1942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在教学工作完全停止

后，云南成为新的科学中心，形成极大的集聚效应，

贵州和四川成为科学亚中心，重庆和浙江科研地位

相对提升，北京科研地位骤降。战时科学中心的短

暂变迁充分揭示，人才的价值远高于物质资源。

当然，回归和平时期，人才与资源往往互为因

果，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区域再次成为国内的科

学中心已不足为奇，在物质条件充分具备之后，需

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充分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因为

科学家的流动方向极大程度地影响科学中心的转

移方向。

事实上，若以投稿年份作为科研论文贡献的指

标更符合实际，根据论文投稿与出版年份的时延，

可将论文平均发表周期视为 1~2年。故 1940年之

前北京一直是科学活动的中心；而之后，科学中心

转移至云南，同时期与云南接壤的地区——贵州和

四川则成为科学的亚中心。

2.4 从合著网络看中国早期国际科学合作的历史

传统

科研合作是科研各要素间的桥梁和纽带，贯穿

于科研生产过程的始终[14]，借助科学计量方法可以

探寻国际科研合作的一般规律[15]。本文将有国际

机构参与的论文均认定为科研合作成果，共提取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合作论文 43篇，分布于 1919—
1947年，其中美国 34篇，荷兰 3篇，英国 3篇，日本、

德国和加拿大各 1篇。这一结果和近年来统计的

中国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合作国家分别是美国、英

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情况大体一致[6]，

可以说是 20世纪初国际合作态势的延续和演变。

值得重视的是，科学起步阶段的国际合作对象不

多，最大的合作方主要是美国，其中又多为大学，如

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普林斯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霍

普金斯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华盛

顿大学等。在中美关系遭遇障碍的当下，重温当初

科研合作的良好开端，或许能从历史深处找到解开

沟通问题的钥匙。其他国际合作多依托国内著名

机构展开，荷兰脑研究所合作机构是北平协和医学

院；与英国合作的 3篇论文中有 2篇的机构亦为协

和，研究领域为生物化学和医学，还有 1篇是英国

棉花种植公司棉花研究所的学者R. A. Silow与国

立中央大学棉花专家俞启葆合著；日本东京大学、

德国布雷斯劳大学的合作机构同样是协和；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发表论文题为《龋

齿的产生与预防》。应该说，向世界保持开放合作

从一开始便存在于中国的科学发展之中，尽管后来

曾有所中断，但国际科研合作的历史事实再次说

明，中国的现代科学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注定已成为

世界科学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些历史不但

值得重新回顾，更值得深入的分析研究。

根据作者分布和成果产出，选择满足发文阈值

大于 5的学者用 Pajek软件绘制作者合作网络（图

2）。可以看出，圆圈边缘存在部分孤立结点，表明

其合作者很少，甚至没有合作者。各连线密集之处

分布着许多大小不同的结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类

型的学者可分为 3类：一是有非常强的合作影响

力，如萨本铁；二是有比较强的合作影响力，如班威

廉和胡传揆；三是有一定的合作影响力，如郭任远、

吴大猷、纪育沣、吴宪、刘士豪、诸福棠、汤佩松、胡

正祥、傅瑞士、骆勃生、谢和平、米尔特纳和 Bacon
Field Chow等。由此可见，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中

国已有相当学者具有学术交流和合作意识并付诸

行动，形成了相应的国际合作网络，并在各自领域

内影响较大。科学界呈现出初步欣欣向荣的合作

交流图景，尤其是化学、物理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

域，已经形成了小型合作网络。遗憾的是，紧密的

网状合作关系还没有形成，节点和连线较为零散和

不紧密，多表现出“传递”合作或“封闭”合作路径，

甚至只是同一所系的“近亲”合作，这使得科学合作

的边际效益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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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与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然科学国际化进程的经

验教训，首先表现在科学的发展与人才、经费及设

施的高度关联。中国自然科学的早期发展多依赖

重点科研机构的杰出科学人才发挥关键作用，其中

现代医学又因其独特的学科性质，成为国际化程度

最高的引领性领域，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科学发展

先天性的学科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发展到当代更是

在局部演变成唯 SCI论文以及唯影响因子的异化

景象，以至于现今国际撤稿的重灾区也集中在医学

领域。在“破四唯”创新治理立新规的当下，充分考

虑医学领域国际化程度高，同时职业本身又肩负大

量日常临床工作的特殊情况，确立与学科性质相匹

配的评价机制就成为当务之急；在科技资源的配置

方面，应当优先考虑对杰出科学家的培养和吸引，

同时应汲取重应用轻基础的历史教训，破除学科、

组织和观念的壁垒，促进跨学科、跨组织和跨文化

的融合，实现基础科学从跟踪追赶到并行发展甚至

超越发展，让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不再受制于人[16]。

其次，20世纪上半叶时局的动荡以及对科学

发展的影响再次提醒我们，保持相对和平稳定的外

部环境是科学发展的必备前提。和平环境下政治

经济文化资源丰富的区域，往往科学研究也更容易

得到发展，当上述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时，人才则成

为科学发展不可忽缺的因素。科学活动中心变迁

的历史充分说明，如何精准识别科学技术的区域中

心和创新高地，协调区域空间布局合理有序，以顶

层设计全面拉动不同区域的创新发展，是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实现领跑必须攻克的战略难关。

最后，科学研究面向世界不但必要而且必须，

保持与国际社会特别是科技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

作，不但是中国科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也是全球科

学走向未来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克服内外阻力，

继续保持并推进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跨界合作，

这不但是中国科学战略升级的重要举措，也是世界

科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的本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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